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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的中国政治信任：实证测量与全貌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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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伴随着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变迁，政治信任成为分析中国治理转型的重要概念。本文
利用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间多次调查数据呈现了转型中国政治信任演变的全景图式。政治信任在转型
期总体较高，中央政府和人大等象征性政府的信任度最高，地方政府、公务员等执行性政府的信
任度略低；象征性政府的信任度居于世界前列，而执行性政府的信任度仍存在强化空间；政治信
任在转型期经历了复杂变化，总体上略有下降，其根源在于政治信任生成的社会基础在发生变
化，政治世代、社会结构的变迁是政治信任变化的基本动力。转型中国的政治信任存在“中央－地
方”层化、信任政治机构多于政治人、信任“行政”与“司法”机构分化，以及体制性信任、机构信任
和政治人信任高度同构等结构性特征，了解这些特征对于在转型期培育政治信任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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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信任是现代社会理解公民与政府关系的
核心概念，近年来受到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
注。政治信任是衡量公众对政府之治理资格及其
治理绩效的认可和支持程度的重要理论工具①。

它是联系单个公民与政治机构，乃至整个政治体制
的纽带②。政治信任之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至少
体现在如下三方面。首先，它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
体现，反映着公民对一国政治体制的认可和支持程
度；其次，政治信任与政府绩效感知、政府满意度密
切相关，是政府施政结果的晴雨表；第三，它还是政
府与公民互动的“社会资本”，是政府公信力的微观
基础，更是促成公民合作行为的基础③。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任何国家都需要保持较高水平的政治
信任以维持合法统治和有效治理。中国也不例
外，政治学的实证研究自１９９０年代起就积极关
注政治信任，尤其在测量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上
做出了有益的探索④。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
上，将基于对大量实证数据的深入分析呈现现阶
段政治信任的水平、转型期政治信任的变化及其
社会动力，并概括出转型期中国政治信任的四项
结构性特征，以期在理论上为政治信任理论的本
土化创新和应用做出贡献，并在实践上为未来国
家治理提供知识积累。

一、政治信任的测量及其中国应用

（一）政治信任及其测量方法

表１　现有政治信任测量方法的类型学

指标类型 代表性调查

政府信任量表 密歇根政府信任量表（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７４）

机构信任量表 ＧＳＳ，ＷＶＳ等（Ｌｉｐｓｅｔ　ａｎｄ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１９８７）

政府关注与

回应性量表
ＡＮ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政治犬儒主义 Ｃｉｔｒｉｎ和Ｅｌｋｉｎｓ（１９７５）

体制支持和政治合法性 Ｃｉｔｒｉｎ（１９７４）

国家认同 Ｓｎｉｄ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１）

很多学者根据伊斯顿的理解测量政治信任（或
政治支持），Ｃｉｔｒｉｎ和 Ｍｕｓｔｅ发现当前政治信任的
测量方法共有六类，表１给出了各类指标的重要应
用⑤。Ｎｏｒｒｉｓ和Ｄａｌｔｏｎ将政治信任分为对政治共
同体、政治体制和政治权威三者的信任⑥，并将三
者置于弥散支持和具体支持光谱上的不同位置。
简言之，政治共同体信任最接近弥散支持，政治权
威信任最接近具体支持，而政治体制信任介于二者
之间。尽管不同政治信任通常正相关，但却有着不
同根源，更有着不同的政治蕴含，因而选择多项指
标来恰当测量公民与政府、政治体制之间的联系是
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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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起来，现有政治信任的测量主要包括三
类：（一）对现任政府的信任：这主要涉及公众对现
任政治领袖、官员和机构的信任，测量的是现任政
府的绩效、胜任力和动机。这种测量可对应“具体
支持”。密歇根政府信任量表是其代表，在实际研
究中其替代性很强，Ｃｒａｉｇ等认为这种信任是“基
于现任政府的信任量表”⑦。（二）对政治体制的信
任：这类指标重在了解公众对所处政治系统之制度
安排、运行原则、制度表现等方面的信任，重在讨论
超出具体人和机构的“弥散支持”。测量的对象是
政治体制，集中于政治体制的有效性、政治过程的
公正性、回应性、法治性上。Ｃｒａｉｇ认为这类政治
信任是“基于体制的信任量表”。（三）对政治社群
的信任：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公众对民主国家———这
种政治社群的信任，国家荣誉感、国家认同等指标
即关注对政治社群的支持。这种信任反映公众对
抽象国家（政府）的认同，在国际政治中意义重大。
此外，比较政治学者也致力于探索适用于非西

方国家的政治信任指标。Ｌｅｖｉ等⑧提出政府可信
度量表，认为政府可信度可通过政府绩效、行政能
力和领导动机三个维度来反映。此外，世界价值观
调查、东亚民主动态调查等大型跨国调查使用机构
信任量表进行政治信任的跨国比较研究。

（二）中国研究中的政治信任测量
中国研究中政治信任的界定及测量有两个进

路：机构信任和体制性信任。体制性信任测量公众
对中国现有政治体制及其运行原则的认可。借鉴
体制性信任的一般测量方法，史天健在１９９３年测
量了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并从政治文化角度探讨
了政治信任的根源⑨。他利用四项李克特量表测
量了公众对政治制度、政治决策和政治运行的总体
评价；陈捷⑩测量城市居民的政治支持，他将弥散
支持理解为体制性信任，通过六个李克特量表集中
测量了城市居民对政治体制的价值和规范、对政治
系统的总体感知和对政治权威及其运行原则的

评价瑏瑡。
机构信任的测量方法在２０００年后被广泛使

用瑏瑢。机构信任量表通常直接询问受访人“党中央
（省委、县委、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在农村的威信
如何？”瑏瑣，或受访人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信任度瑏瑤。
更为一般性的方法是了解公众对包括中央政府、地
方政府、人大、中国共产党、法院、检察院、公安等主
要政治机构的信任度以获得对中国政治信任的概

观性了解瑏瑥。
机构信任量表的广泛使用的主要原因有：一是

机构信任量表有更好的效度和信度。具体政治机
构比抽象政治价值在人际间更具可比性，不同人群
对具体政治机构之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基本一致，而
且变化很小。同时机构信任量表还消除了体制性
信任量表存在的操作化内生性问题瑏瑦。二是为深
入分析政治信任的内在结构提供了可能。除了对
政治信任总体水平的把握，对政治信任内在结构的
类型学研究也是政治信任研究的核心议题。机构
信任量表在探讨政治信任的内在结构上有独特贡

献，如中国特色的“差序政府信任”瑏瑧，政治信任中
的行政、司法与社会机构的分化瑏瑨等。三是具有跨
国可比性，适应跨国比较的需要。尽管各国政治制
度有差异，但现代国家的主要政治机构及其承担功
能在各国差异不大，因而基于机构信任量表来测量
政治信任具有更好的跨国可比性。本文对政治信
任的测量基于机构信任量表。

二、转型期中国公民的政治信任：水平与变化

本节结合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９年间８次全国代表
性数据的分析，对政治信任的水平及变化轨迹做出
深入分析。

（一）政治信任的水平
政治信任被广泛认为对强化转型中国的政治

合法性，促进政府有效治理日益重要，那么，转型中
国的政治信任到底位于何种水平？不同政治机构

的信任度如何？根据表２，总体上转型期中国公民
具有较高水平的政治信任，除部分年份对公务员的
信任较低外，始终有超过一半的公民对军队、中央
政府等主要政治机构持有信任。具体来说，首先，
军队、中央政府和人大的信任度最高。军队享有高
度信任，从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间始终有八成以上公众信
任军队；中央政府拥有广泛的信任基础，始终有

８１．５％到９５．２％的公民信任中央政府；作为立法
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在各年度均受到四分之三以上
公民的信任。其次，公民对地方政府、公安、法院的
信任略低。地方政府是距离公民距离较近的一级
政府，在各年度受到约七成公民的信任；伴随着法
制改革，法院在中国的政治系统中发挥着日益重要
的作用，各年度约有６７．１％到８３．９％的公民信任
法院；作为最主要的“一线公务员”，公安在基层治
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所享有的信任度在各年度
约在６４．７％和８０．７％之间。最后，公务员在各年
度享有的信任度在所有政治机构中均最低，约介于

４７．６％和７３．１％之间，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８年不到一半，
这与转型期严重的公务员腐败现象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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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转型期政治信任的变化
现有研究对转型期政治信任的动态变化缺乏

探讨，仅有史天健瑏瑩、肖唐镖瑐瑠讨论了改革后政治信
任的变化，但二者的结论相反。史天健等发现从

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０２年政治信任在下降，而肖唐镖等认
为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间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有所上升。
事实上，这两项研究的结论并不完全冲突，出现不
同结果的原因可能与覆盖时间段不一致、测量工具
和调查总体不一致有关。
可以说，恰当地判断政治信任的变化趋势必须

基于两个前提：即研究总体的定义和测量工具的使
用一致。事实上，即便是现有资料满足上述前提，
判断政治信任的变化趋势仍然非常困难，一方面，
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非常复杂，各种政治机构可能
遵循不同的变化轨迹，因而对总体变化趋势的判断
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没有太大意义；另一方面，很多
调查数据未提供从样本推论总体的信息，如Ｓｔｒａ－
ｔｕｍ（层）、Ｃｌｕｓｔｅｒ（群）、Ｗｅｉｇｈｔ（权重）等，因而难以
推论总体政治信任的变化趋势。基于以上原因，下

文对各政治机构之信任度的变化轨迹的分析仅供

参考。
考虑到数据可比性，表２呈现了各年度各政治

机构的信任度，还计算了２００１／２－２００８／９年各政治
机构之信任度的变化趋势。根据调查样本，２００１－
２００９年间各类政治机构的信任度经历了复杂的变
化轨迹，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除公务员外，其他
政治机构的信任度均有所下降。首先，军队、中央
政府、人大等受到公民高度信任的政治机构在

２００１至２００９年间信任度下降幅度较大。军队、中
央政府和人大的信任度在这一阶段分别下降了

９．９％、８．６％和１０％。其次，地方政府、公安和法
院等执行性政治机构的信任度同期略有下降。地
方政府信任度由２００２年的７４．０％下降至２００９年
的７０．０％，公安和法院信任度均经过２１世纪初的
短暂上升后又有所下降，公安信任度和法院信任度
分别下降了２．３％和４．０％。最后，公务员的信任
度在所有政治机构中最低，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９年间没
有太大变化，只有２００７年上升至７３．１％。

表２　转型期中国公民政治信任的水平与变化（百分比，％）

政治机构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３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１／２－２００８／９

变化

军队 ８７．９　 ９５．１　 ９６．０　 ９５．４　 ８０．８　 ８６．１ －９．９

中央政府 ９５．２　 ９３．２　 ８１．５　 ８６．８　 ９２．１　 ８６．６ －８．６

人大 ７８．１　 ７７．２　 ９０．２　 ８８．６　 ８３．５　 ８０．３　 ８０．２ －１０．０

地方政府 ７４．０　 ６９．０　 ７０．０ －４．０

公务员 ５３．６　 ６３．４　 ４７．６　 ６８．９　 ６４．４　 ７３．１　 ４９．７　 ２．１

公安 ６４．７　 ７３．２　 ７１．３　 ７５．５　 ８０．７　 ７５．２　 ７０．２　 ６９．０ －２．３

法院 ７４．３　 ７２．７　 ７１．１　 ８３．９　 ７６．０　 ７２．３　 ６７．１ －４．０

　　数据来源：１９９０、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７年数据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ＷＶＳ）；１９９３年数据来自社会变迁与社会意识调查；２００２年数据来自东亚

民主动态调查（ＡＢＳ）；２００３年数据来自北大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持的中国公民思想道德观念调查；２００８年数据来自北大中

国国情研究中心主持的中国公民意识调查；２００９年数据来自北大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实施的不平等与分配公正调查。

注：ａ．本表列举的百分比为“信任”某政治机构的公众占总体的比例；

ｂ．１９９０年数据并非全国代表性样本，而是城市代表性样本，仅供参考；

ｃ．１９９３年用公众对政治机构的印象“好坏”间接测量政治信任，仅供参考。

三、政治信任的国际比较：水平与结构

中国的政治信任在世界上居于何种水平？这

是一个引起众多关注且存在争议的问题。跨国比
较始终是比较政治学的终极情怀，然而，跨国比较
在可行性上存在诸多挑战。通过调查数据实施跨
国比较起始于阿尔蒙德对公民文化的分析，此后被
英格尔哈特、普特南等人发扬光大，取得了丰硕的
研究成果。然而，跨国比较仍然为西方中心论、跨
文化可比性等问题所困扰瑐瑡。本文利用世界价值
观调查第五次（２００５－２００８）的数据，对世界主要国

家的政治信任进行比较分析。

根据表３，中国主要政治机构的信任度总体上
居于世界前列，然而，并非所有政治机构都享有高
度信任。首先，军队信任度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偏
高，平均为６４．４％。中国的军队信任度为９１．７％，

低于越南的９７．７％，高于芬兰、马来西亚、美国的
军队信任度，可以说，中国的军队信任度居于世界
前列。阿根廷、台湾地区的军队信任度最低，都不
超过５０％。第二，议会的信任度最低，全球平均为

３９．７％。中国人大信任度为９２．４％，低于越南的

９８．８％，高于马来西亚、印度和挪威等国。波兰、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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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廷、台湾地区和乌克兰的议会信任度最低，均在

２０％以下。第三，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在六类政治机
构中居中，全球平均为４７．６％。９２．７％的中国公
民信任中央政府，其比例仅次于越南（９８．３％），高
于马来西亚和芬兰，中央政府信任度最低的国家包
括波兰（１８．０％）和德国（２３．５％）。
全球范围内公务员信任度均较低，平均为

４５．７％。中国的公务员信任度为８５．５％，仅次于越
南（８９．３％），高于马来西亚和瑞典，排名靠后的国
家是阿根廷（８．１％）和波兰（１８．１％）。总体上人们

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度相对较高。全球范围内警察
信任度仅次于军队信任度，平均水平为５８．３％。

８０．１％的中国公民信任警察，这一比例低于芬兰
（９１．８％）、越南（９１．２％）和挪威（８７．３％），但高于
其他欧美发达国家。最不信任警察的国家有阿根
廷和俄罗斯。法院也受到较高信任，信任法院的全
球平均水平为５３．２％。中国的法院信任度为

８２．５％，低于越南（９０．４％）和挪威（８６．０％），基本
与芬兰和日本持平，而最不信任法院的国家包括阿
根廷和乌克兰。

表３　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的政治信任水平（百分比，％）

信任军队 信任议会 信任中央政府 信任公务员 信任警察 信任法院

全球平均 ６４．４　 ３９．７　 ４７．６　 ４５．７　 ５８．３　 ５３．２

中国大陆 ９１．７　 ９２．４　 ９２．７　 ８５．８　 ８０．１　 ８２．５

东亚、南亚

越南 ９７．７　 ９８．８　 ９８．３　 ８９．３　 ９１．２　 ９０．４

马来西亚 ８４．５　 ６７．５　 ７５．４　 ６９．９　 ７４．６　 ７７．７

印度 ８３．３　 ６２．４　 ５４．９　 ５４．３　 ６４．１　 ６８．９

日本 ７４．７　 ２３．２　 ３１．１　 ３２．８　 ６６．９　 ８２．０

韩国 ５２．０　 ２６．２　 ４５．７　 ６２．８　 ５８．６　 ５０．９

台湾地区 ４２．１　 １４．１　 ３２．４　 ４０．２　 ３７．５　 ３９．２

北欧

芬兰 ８７．９　 ５６．１　 ６４．１　 ６０．１　 ９１．８　 ８２．３

挪威 ６５．２　 ６２．３　 ５４．１　 ６１．４　 ８７．３　 ８６．０

瑞典 ４６．８　 ５６．３　 ４２．５　 ６６．６　 ７７．８　 ７４．３

西欧、美国

英国 ７８．６　 ３６．２　 ３３．７　 ４５．８　 ７２．３　 ６０．２

德国 ５０．１　 ２１．９　 ２３．５　 ３０．９　 ７３．９　 ５７．５

美国 ８２．４　 ２０．６　 ３８．０　 ４１．５　 ７０．３　 ５７．４

东欧

俄罗斯 ６６．５　 ２９．９　 ４５．３　 ５３．０　 ３３．３　 ３８．３

乌克兰 ５８．８　 １９．８　 ３０．３　 ４８．８　 ３４．０　 ３２．８

波兰 ６７．４　 １２．２　 １８．０　 １８．１　 ４７．１　 ３３．３

拉丁美洲

巴西 ６９．７　 ２４．９　 ４６．２　 ５２．４　 ４４．８　 ４９．４

墨西哥 ６３．８　 ２５．４　 ４４．８　 ２５．０　 ３３．６　 ３７．７

阿根廷 ３２．１　 １３．６　 ３７．９　 ８．１　 ２１．３　 ２０．２

　　数据来源：世界价值观调查。

　　概括起来，转型期中国的政治信任总体上相对
较高，尤其是军队、人大和中央政府等象征性政府
的信任度居于世界前列，而警察、法院和公务员等
执行性政府的信任度相对较低，有进一步加强的空
间。表３也为比较世界不同区域的政治信任模式
提供了参考。北欧的政治信任最高，东亚和南亚地
区次之，西欧和美国呈现出“司法机构信任度高，中
央机构信任度低”现象，东欧和拉丁美洲则集体表
现出高政治不信任，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信任
与国家治理的密切关系。

四、政治信任产生及变化的社会基础

从总体上描述了政治信任的变化趋势仍然是

不够的，我们应对政治信任演变的社会基础（动力）
有所了解。这部分将从微观层面分析人口学特征、
政治代际、教育分层和经济分层对政治信任的影
响，尤其是试图讨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群体的政
治信任水平及其变化趋势。

（一）人口学特征
行为主义强调年龄和性别等人口学因素对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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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的影响。经典研究认为人们随着生命周期的推
移，由少年进入青年、中年，最终步入老年时，政治价
值观会发生变化瑐瑢。简言之，青年人比老年人在政
治上更积极，更开放，也更批判，而老年人则会趋向
政治保守，拒绝变革等瑐瑣。中国研究也发现类似现
象。年轻人更可能参与政治抗议，更不接受现体制
的统治规则瑐瑤。此外，性别也被认为是塑造政治态
度的基础性因素。由于男性和女性在中国的不同性
别角色期望，以及与政治生活的不同联系，因而形成
不同的政治倾向，城市女性比男性更缺乏政治
支持瑐瑥。
本文系统分析了１９９３至２００９年间五次全国

性调查中年龄、性别与政治信任的关系。首先，总
体上各年度不同年龄组之间在政治信任上均有显

著差异。各年度年龄总体上与政治信任呈现负相
关关系，即年龄越大约缺乏政治信任。具体来说，

１８－２９岁、３０－３９岁年龄组的政治信任在所有年度
均较低，而４０－５９岁年龄组的政治信任较高，而６０
岁以上年龄组的政治信任始终最高。此外，比较

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９年，所有年龄组的政治信任均有所
下降，然而，５０－５９岁和１８－２９岁两个年龄组下降得
最快，３０－４９岁的中年人群下降得最慢。不同于年
龄对政治信任的负向影响，男性和女性的政治信任
差异大多数年份未统计显著。女性的政治信任略
高于男性，这与陈捷的发现略有差异，而二者在转
型期都呈现下降趋势，下降幅度基本一致。

（二）政治代际
在理解年龄对政治态度的影响时存在两种路

径：一是将年龄影响理解为从“青少年－中年－老年”
的生命历程影响；二是将其理解为出生代际的影响。
后者在政治学中被称为“政治代际”瑐瑦。尤斯拉纳认
为信任变化往往反映的是人口更替产生的信任变

化，年轻人比父辈更缺乏信任瑐瑧。史天健瑐瑨将年龄差
异的影响更多视为政治代际的影响。事实上，中国
在过去１００多年间复杂而重大的政治变化的确在很
大程度上造就了区分明显的政治代际，几乎没人能
够否认抗日战争、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
放等重大政治事件对公众政治社会化的影响。
为检视政治代际更替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依据

出生年代将人们归为以１０年为间隔的代际群，并
分析了各年度不同政治代际的政治信任。分析显
示，不同政治代际的政治信任存在显著差异。出生
于建国前，成长于建国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
“３０后”和“４０后”政治信任最高，这与该时期新中
国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密不可分；成长于十年文革

的“５０后”和“６０后”的政治信任显著低于“３０后”
和“４０后”；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的“７０后”、“８０
后”和“９０后”的政治信任更低，这可能与改革开放
后意识形态教育放开和政治文明程度提高的效应

有关。此外，所有政治代际的政治信任在２００２至

２００９年间均有下降，而下降最快的是“８０后”和“５０
后”，这与“８０后”和“５０后”在过去１０多年间的政
治和社会经历密切相关，“５０后”先后经历了下岗
和老龄化，而“８０后”刚刚进入社会就遭遇了“就业
难”、“高房价”等社会问题，这些经历导致这两个代
际人群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这可能是其政治信任
下降的原因。

（三）教育水平
教育被广泛应用于解释政治态度的差异，这源

于教育在社会利益分化和政治意识塑造中扮演的

重要角色所致瑐瑩。一方面，教育差异构成社会分层
的基本动力，也是社会利益分化的基本动力。高教
育人群掌握着更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源，属于
社会优势群体，反之教育水平较低的人们则掌握很
少资源，因而他们的政治态度存在很大差异瑑瑠；另
一方面，教育也是政治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机制。教
育是政治社会化的核心渠道，现有政治体制通常将
官方意识形态通过正式教育灌输给公民，同时教育
也扩大了人们的信息源，为人们获得更充分的政治
信息提供了可能。
本文分析了教育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总体上双

变量分析的结果与陈捷瑑瑡一致，教育显著地降低了
政治信任。除２００２和２００９年大专及以上人群比
高中人群的政治信任略高外，其余年度均呈现出
“伴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政治信任逐级下降”的现
象。值得注意的是，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９年，所有教
育水平人群的政治信任都在下降，而初中及以下人
群下降得更快。

（四）经济地位
与教育类似，经济地位也被广泛地视为社会经

济地位的核心变量，对政治态度有重要影响。收入
水平是经济地位的主要体现，收入越高的人群在社
会中越具有优势地位，对政治过程施加着更大的影
响瑑瑢，因而也是政治信任的重要社会基础瑑瑣。先前
研究很少探讨经济地位与政治信任的关系，仅有陈
捷发现主观经济地位与政治信任正相关。本文依
据家庭人均收入将所有样本五等分为低收入、中低
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五组，并对五个
收入组的政治信任进行方差分析。分析结果显示，
几乎所有年度不同收入组的政治信任均存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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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但不同年度收入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并不一
致。１９９３和２００８年收入与政治信任负相关，而其
余年度则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中间收入阶层是高度

政治信任的社会基础。具体地，２００２年中高收入
人群的政治信任水平最高，其次是中低收入和低收
入；２００３年收入与政治信任存在倒Ｕ型关系，即伴
随着收入提高，政治信任先上升而后下降；２００９年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政治信任最高，中低收入和中
高收入次之。值得注意的是，收入最高的２０％人
群的政治信任始终保持低水平，而且其政治信任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下降也较多。

五、转型中国政治信任的特征

尽管现有研究对探讨政治信任的来源有较多

研究，然而对于中国政治信任之内在结构，以及政
治信任之本质特征的讨论仍然较少。为深入了解
中国政治信任的本质，本文结合笔者的观察和对现
有资料的分析试图就转型期中国政治信任的核心

内在特征做出总结。
（一）政治信任中的“中央－地方”层化
中国公众对政治机构的信任存在“中央－地方”

的层化现象。政治机构的信任度呈现由中央向地
方逐级下降的谱系，公众对越接近中央的政治机构
越信任，而对越基层的政治机构越缺乏信任。李连
江称之为“差序政府信任”瑑瑤，事实上，政治信任的
层化现象普遍存在党委系统、人大系统和司法系统
中。２０１０年一项城市居民调查专门探讨了公众对
中央和市级政治机构的信任度。

表４　政治信任的中央－地方层化（２０１０）

政治机构 平均值（标准差）
因子负载

信任地方 信任中央
独特值

中央政府 ７．６５（１．９８） ０．３３５　 ０．８９２　 ０．０９２

最高法院 ７．５４（１．９８） ０．３５０　 ０．９０３　 ０．０６２

全国人大 ７．６３（１．９６） ０．３４４　 ０．９０６　 ０．０６１

党中央 ７．７１（１．９８） ０．３３４　 ０．９０３　 ０．０７２

最高检察院 ７．６１（１．９７） ０．３４８　 ０．９０１　 ０．０６８

市政府 ６．６９（２．１３） ０．９０２　 ０．３３６　 ０．０７５

市法院 ６．５８（２．１４） ０．９１１　 ０．３４３　 ０．０５３

市人大 ６．６４（２．１５） ０．９１３　 ０．３４３　 ０．０５０

市党委 ６．６５（２．１７） ０．９１２　 ０．３４０　 ０．０５４

市检察院 ６．６２（２．１６） ０．９１１　 ０．３３４　 ０．０５９

　　注：ａ．ｎ＝３５５８；ｂ．测量问题采用“０－１０”量表，０表示“非常不信任”，１０表示“非常信任”；ｃ．因子分析方法为主成分法，

　　两个公因子的特征值分别为７．７６２和１．５９４，累计解释了总特征值的９３．５６％；因子旋转方法为正交最大方差法。

　　根据表４，公众对中央政治机构的信任度均超
过地方政治机构。在中央政治机构中，公众最信任
党中央，平均分为７．７１；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和最
高检的信任度居中；最高法院的信任度最低，为

７．５４。地方政治机构中最受信任的是市政府，为

６．６９；市党委、市人大和市检察院的信任度居中；市
法院的信任度最低，平均值仅为６．５８。表４右侧
显示因子分析结果，基于主成分法的因子分析区分
出信任地方和信任中央两个公因子。信任地方公
因子由所有市级政治机构组成，信任中央包括所有
中央政治机构，因子负载基本大于０．９０，有力支持
了政治信任的“中央－地方”层化假说。
对“差序政治信任”的可能解释有三：一是中国

的政治文化长期培养了“中央一贯正确”、金字塔式
的“权威崇拜”结构，人们往往会将某些利民政策实
施的功劳归为“中央政策好”；二是政治制度上的根

源。中国实施单一制政府组织形式，各级政府领导
由上一级政府任命，地方政府并不以回应本地公众
需求为施政目标，而以取悦上级为首选目标，因而
地方政府的施政绩效不能得到本地公众的认可；三
是传媒和信息的影响。信任与人们对信任对象的
了解程度和距离有关系瑑瑥。相对于从中央电视台
等官方媒体获得对中央政府遥远而“美好”的印象，
地方政府的施政行为直接暴露在公众面前，公众更
容易获得关于地方政府不公正、腐败、低效率等负
面信息。此外，政治制度对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
性安排对政治信任的“中央－地方”层化发挥着根本
性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实施联邦制或地方自治，
公民能够影响地方政府的组成、政治过程及政策，
因而会给予服务自身利益、邻近自己的地方政府更
多信任，而对那些频繁变动的“遥远政府”，如州政
府和联邦政府的信任就很少瑑瑦。良好的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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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显著地提高了地方政府信任度瑑瑧，因而，如何
有效地确保地方政府切实地回应本地居民的经济

和社会发展诉求在现体制下显得尤为重要。
（二）政治信任中的人格与制度
中国公民对政治机构的信任高于对政治人的

信任。为了检验政治机构信任和政治精英信任的
差异，２００８年同时进行了“公民文化与和谐社会调
查”和“中国公民意识调查”，前者测量政治精英信
任，后者测量政治机构信任。两项调查分别了解公
民对中央、县／市层级政府和领导人的信任，为比较
同一层级政府的机构信任和精英信任提供了可能。

首先比较公民对中央政府和中央领导的信任。
中央政府作为政治机构获得的公民信任高于中央

领导获得的公民信任，６３．８％的公民非常信任中央
政府，而非常信任中央领导比例为３６．０％；不信任
中央政府的仅有４．１％，而不信任中央领导为

１０．９％；除了信任度上的差异，高达２２．０％的公民
对信任中央领导“无回答”，而仅有３．８％的公民对
信任中央政府“无回答”。其次比较公民对县市政
府和县市领导的信任。类似地，县市政府获得的信
任远高于县市领导获得的信任。非常信任县市政
府的公民为３０．０％，而仅有１２．６％的公民非常信
任县市领导；对县市政府和县市领导比较信任的公
民比例接近；不信任县市政府的公民约占２０．９％，
低于不信任县市领导的公民６个百分点；此外，无
回答的比例在信任县市政府时只有１０％，而在信
任县市领导时高达２２．４％。

概括起来，中国公民对政治机构的信任要高于
对政治人（精英）的信任，这反映了公民对近来中国
政治“制度化”努力的积极回应。与传统的基于人
格化的治理结构不同，现代社会的国家治理主要通
过一整套制度和机构来实施，国家的治理主体是政
治制度规定下的政治机构。经过一系列政治和经
济改革，中国的治理模式逐渐摆脱了传统的“人治”
和庇护主义模式，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不再是“父母
官”与“子民”的关系，而转向基于制度的治理（如法
治）模式。为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传
统上全方位干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全能主义”政
府逐渐改革其治理方式，将自身定位为服务型政
府，回应公民需求，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成为政府
治理的核心。中国政治制度的上述变化重塑了公
民与政府的关系，改观了公民对政治机构的认知模
式，其集中反映就是公民对制度化的政治机构赋予
比具体的政治人更多的信任。此外，政治精英的低
信任也与转型期官员腐败密切相关瑑瑨。

（三）政治信任的行政－司法分化
伴随着法制改革和“依法治国”方略的稳步推

进，中国公民能够辨识“行政”与“司法”机构的差
异，并对其形成不同的信任水平，即出现“行政－司
法”信任的分化瑑瑩。１９９０年代实施的法制改革和普
法教育空前地促进了现代司法体系在中国的建立，
社会大众越来越多地“知法、懂法、用法”，从而加强
了其与司法机构的互动和联系，这进一步促成了对
司法机构的信任的相对独立，以及其形成机制的独
立性。

上文表２和表３包含了公民对法院和公安等
司法机构的信任。可以发现，司法机构的信任度介
于政府和社会机构之间。各年度约有６７．１％到

８３．９％的公民信任法院，法院信任度由２００２年的

７１．１％上升至２００３年的８３．９％，２００７年后下降至

６７．１％；公安信任度相对低于法院，其信任度也经
过２００３年的短暂上升，并在２００７年后下降至

６９．０％。司法机构信任度的先升后降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近来“法制改革”的政治效果。从国别(地区)比较来
看，尽管中国的警察和法院信任度较高，但并不如
中央政治机构那样居于世界前列，而位于北欧国家
之后。

有效且具有公信力的司法系统是现代社会的

基本要求。公众对司法系统的高度信任有助于司
法系统的合法性建构，提高公民对司法裁判的接
受，这对于司法系统的有效运行和司法裁判的高效
执行至关重要瑒瑠。长远来说，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
任受到公众对程序公正之评价的影响，如果公众对
司法机构的信任建立在程序公正认知的基础上，最
终会转换为公民的法律合作行为，这将极大地节省
司法资源，更一步有助于确保司法系统高效运行和
保障公民基本政治社会权利。

（四）体制性信任、机构信任和政治人信任的高
度同构

对于政治信任的理解，现有研究有不同侧重，
如很多研究讨论了体制性信任、机构信任和政治人
信任。西方政治学对体制性信任、机构信任和政治
人信任做了不同界定，并讨论了三者的关系。简单
地说，西方民主国家中三种政治信任既可能正相
关，也可能负相关，因为西方民主国家在政治体制、
现任政府和当选政治家上有严格区分。体制性信
任反映公民对政治体制及其运行原则的认可，更具
稳定性和基础性；机构信任则关系到党派属性和政
治偏好，只有政治机构由自己党派占据或政策输出
符合其偏好，机构信任才会产生；对政治人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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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受到党派属性和政治偏好的影响，也会受公民对 官僚制之认识的影响瑒瑡。

图１　转型中国政治信任的结构图

注：ａ．ｎ＝２５３０，对缺失值采取了列删除的处理；ｂ．图中所有系数均为标准化系数；

ｃ．模型的拟合指标为：本模型与饱和模型的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ａｔｉｏ　Ｃｈｉ２＝４８０６．６７＊＊＊，

基线模型与饱和模型的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ａｔｉｏ　Ｃｈｉ２＝６２３１６．８８＊＊＊；

ＲＭＳＥＡ＝０．０９７；ＡＩＣ＝１２０８０２．５８，ＢＩＣ＝１２１１３５．２３；

ＣＦＩ＝０．９２６，ＴＬＩ＝０．９２０；ＳＲＭＲ＝０．０６９。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属于一党执政国家，政
治体制运行的核心原则受执政党领导，政治机构由
执政党占据，并接受执政党领导，而且政治机构的
工作人员也绝大多数是党员，因而不存在类似西方
国家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体制性信任、

机构信任和政治人信任应该存在较高程度的正相

关关系。为此，笔者借助２０１０年“公共产品与政治
支持调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几种主要政
治信任之间的关系，结果参见图１。图１的结构方
程模型中，笔者分别通过五组外显变量测量了五个
潜变量：政府满意度、中央机构信任、地方机构信
任、政治家信任和体制性信任，这五个潜变量基本
包括了政治信任研究的各个维度。验证性因子分
析的结果很好地支持了测量模型，所有外显变量对
相应潜变量的因子负载均较高。对潜变量的相关
分析显示，所有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统计显
著，且标准化相关系数的平均值为０．５２，这表明体
制性信任、机构信任和政治人信任在转型中国具有
很高程度的同构性，三者联系密切。其中，中央机
构信任、地方机构信任和政治人信任与体制性信任
的相关系数分别高达０．７３、０．４１和０．６７，即前三
个潜变量能够很好地反映体制性信任。

六、转型中的政治信任生成模式

本文的目标是对转型期中国的政治信任提供

一个概观性的全景图式。基于对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间８
次全国代表性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分析了转型期
中国主要政治机构的信任度，政治信任的变化轨迹
和社会基础，比较了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政治信任
的水平和结构。最后总结了中国政治信任的四个
结构性特征。

众所周知，政治信任对促进政府治理至关重
要，可喜的是转型期总体上中国公民拥有较高的政
治信任。一方面，军队、中央政府和人大等象征性
政府的信任度很高，而地方政府、公安、法院等执行
性政府的信任度略低，公务员信任度最低。另一方
面，中国的政治信任总体上居于世界前列。军队、

人大和中央政府等象征性政府的信任度居于世界

前列，而警察、法院和公务员等执行性政府的信任
度则相对较低，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

基于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的可比性数据，各政治机构
的信任度在转型期经历了复杂变化，总体上有下降
趋势。军队、中央政府、人大等被高度信任机构的
信任度下降幅度较大，地方政府、公安和法院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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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度也略有下降。转型期政治信任变化的根源在
于社会基础的变化，人口学变量、政治世代、社会结
构的变迁是政治信任变化的基本动力。年龄与政
治信任负相关，而性别间的政治信任差异不大；“３０
后”和“４０后”的政治信任最高，“５０后”和“６０后”
次之，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的“７０后”、“８０后”和
“９０后”的政治信任最低；教育获得显著地降低了
政治信任，初中及以下人群的政治信任下降得最
快；收入对政治信任有显著影响，１９９３和２００８年
收入与政治信任负相关，而其余年度中间收入阶层
是高度政治信任的社会基础。
转型期中国政治信任存在如下四方面的内在

特征。首先，中国的政治信任存在一个由中央向地
方逐级下降的谱系，公众对越接近中央的政治机构
越信任，而对越基层的政治机构越缺乏信任。这主
要受传统政治文化、单一制的国家组织形式，以及
传媒和信息等因素的影响。第二，政治机构的信任
度高于政治人（精英）的信任度，这反映了中国公民
对改革后中国政治“制度化”努力的积极回应。中
国的治理模式正在由传统的“人治”和庇护主义模
式转向基于制度的治理模式，这导致公民对机构的
信任胜于对政治人的信任。第三，法制改革的直接
后果是公民能够辨识“行政”与“司法”机构的差异，
并对其形成不同的信任度，司法机构的信任度介于
政府和社会机构之间。国别比较来看，促进司法机
构的信任度还有很大空间。第四，对政府满意度、
中央机构信任、地方机构信任、政治人信任和体制
性信任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体制性信任、机
构信任和政治人信任在转型中国高度同构。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社会经济转型，中

国政府时刻经受着不断变化的治理挑战，只有及
时、有效地应对上述挑战，中国政府才能不断提高
公民满意度，保持其执政合法性。政治信任有助于
强化变迁社会中的国家能力，并进而促成公民对政
府治理的认可和合作倾向。不可否认，转型期中国
政府不断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离不开来自

公民对政府的持续和广泛信任，有效的国家治理离
不开稳定且高水平的政治信任。本文之所以讨论
转型期中国政治信任的水平、变化及其结构性特
征，正是试图为现阶段培育政治信任提供基础性知
识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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